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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子沙盘治疗已被用于 ADHD 患儿群体且疗效得到验证，但关于亲子沙盘治疗的具体起效方式，仍缺乏基于

当事人视角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 13 位参与亲子沙盘治疗的父母以获取信息，再通过扎根理论

进行数据提取与分析，探究亲子沙盘治疗对 ADHD 儿童及父母的治疗效果及起效机制。研究发现，亲子沙盘

治疗能够有效促进父母和患儿的共同成长，改善了 ADHD 患儿的核心症状和亲子关系，提升了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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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神经发育障

碍，起病于童年期，主要表现为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缺陷、多动及冲动行为（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三分之二左右的 ADHD 儿童症状会持续到青春期或成年后（Biederman et al.，

2008），更可能面临教育与职业困扰、药物滥用、反社会行为及身心健康等问题（Cherkasova et al.，

2022）。儿童青少年 ADHD 的全球患病率为 8.0%，国内患病率为 6.26%（Wang et al.，2017）。ADHD

是由多因素引发的复杂神经发育障碍，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大脑结构及功能异常（Chiang 

et al.，2020；Aoki et al.，2017）、神经递质失调（Karmakar et al.，2014）、社会心理因素 ( 如不良的家

庭养育环境、教养方式）（Russell et al.，2015）有关。针对 ADHD 患儿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兴奋剂（如哌甲酯）和非兴奋剂（如托莫西汀）（Mechler et al.，2022），但药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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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副作用（Schachter et al.，2001），存在依从性问题（Dosreis et al.，2003）；非药物治疗方面，神

经调控（侯静红 等，2008）、注意力训练（Cortese et al.，2015）、饮食干预（San Mauro Martin et al.，

2022）、运动干预（Tourjman et al.，2022）、心理干预（Sibley et al.，2023）等疗法，都能起到一定的

症状改善效果。

沙盘疗法是根据荣格分析心理学创立的以游戏为基础的心理治疗方法，可有效改善 ADHD 患儿的核

心症状（杨淑明 等，2022；韦建华，2022），但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个体沙盘治疗形式，患儿父母鲜有参与。

家庭功能缺陷会对 ADHD 患儿产生不良影响（栾风焕，杜亚松，2017），因此 ADHD 患儿的治疗不能只

聚焦于患儿本身，还应该涉及其父母（Gonda et al.，2024）。研究发现，有母亲参与的沙盘治疗能够改

善亲子关系和 ADHD 患儿的核心症状（王峰 等，2017；叶蓓 等，2020），但目前仍缺乏从当事人视角出发，

系统性探讨亲子沙盘起效机制的研究。

综上，ADHD 患儿治疗中父母参与的意义重大，亲子沙盘已应用于 ADHD 儿童干预且疗效初获验证，

但对于如何改善亲子关系和患儿症状，其起效机制仍缺乏基于当事人视角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深度

访谈结合扎根理论，探究亲子沙盘治疗对 ADHD 儿童及父母的治疗效果与起效机制，以期为相关临床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访谈对象

选取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5 月于成都高新西南儿童康复医院就诊，且自愿参与 8 次亲子（一亲一子）

沙盘治疗的 13 名 ADHD 患儿的父母作为访谈对象，父母的姓名以 A、B、C 等字母代替，一般资料如 

表 1 所示。其中，男性 2 名，女性 11 名；年龄分布为 31 ～ 40 岁 7 人，41 ～ 50 岁 5 人，51 ～ 60 岁 1

人；学历构成是大学本科 5 人，专科 1 人，高中 / 中专 2 人，初中及以下 5 人。纳入标准：（1）患儿年

龄为 8 ～ 10 岁；（2）患儿符合 ICD-10 的 ADHD 诊断标准；（3）父母与患儿已共同完成 8 次亲子沙盘

治疗；（4）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患有认知障碍、精神疾病等影响信息采集的疾病； 

（2）存在表达交流障碍，难以完成整个访谈过程。

表 1  受访者信息表

Table 1  Respondent information table

编号 年龄段 性别 关系 学历 职业现状
A 41 ～ 50 岁 女 母亲 初中及以下 在职
B 41 ～ 50 岁 男 父亲 初中及以下 在职
C 41 ～ 50 岁 男 父亲 大学本科 在职
D 41 ～ 50 岁 女 母亲 大学本科 无业
E 31 ～ 40 岁 女 母亲 大学本科 在职
F 31 ～ 40 岁 女 母亲 大学本科 在职
G 41 ～ 50 岁 女 母亲 初中及以下 在职
H 31 ～ 40 岁 女 母亲 高中 / 中专 在职
I 51 ～ 60 岁 女 母亲 初中及以下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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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龄段 性别 关系 学历 职业现状
J 31 ～ 40 岁 女 母亲 高中 / 中专 无业
K 31 ～ 40 岁 女 母亲 大学本科 在职
L 31 ～ 40 岁 女 母亲 初中及以下 在职
M 31 ～ 40 岁 女 母亲 大学专科 无业

2.2  访谈大纲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小组成员进行反复沟通协商，编制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如下：（1）基本信息，

包含年龄、性别、学历等；（2）参加亲子沙盘治疗前后，父母、孩子、家庭及亲子关系有什么变化？ 

（3）认为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4）亲子沙盘治疗中，最有帮助和收获的部分是什么？不太满意或

有待改善的部分是什么？（5）对亲子沙盘治疗的整体感受和满意度如何？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式，对 13 名完成 8 次亲子沙盘治疗的 ADHD 患儿父母进

行访谈，访谈在安静不受干扰的环境中进行。访谈前，访谈员提前告知受访者访谈目的及保密原则，获

得其同意。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父母对治疗效果和治疗体验的看法展开。考虑到受访者的便利性，6 位父

母进行线下面对面访谈，7 位父母进行线上语音电话访谈。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13 位受访者的访谈总时长为 637 分钟，平均每人 49 分钟。首先，通过语音转录软件将 13 份录音文

件转录成文字，再结合访谈笔记进行对照整理。然后，采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使用 Excel 表逐步进

行编码工作。第一步，初步分析每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筛选重要内容，进行概念化标注，对众多概念

进行整合提炼，形成初始范畴；第二步，在初始范畴基础上不断比较，对相似概念进一步提取归纳，获

得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主范畴；第三步，在主范畴基础上，选择最能概括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作为研究的

思路主线，形成全局性的理论和解释。

本研究编码过程如下：首先，由两名研究者分别对第一份访谈稿进行开放式编码，共同讨论并形成

初步的编码思路和逻辑。其次，由其中一名研究者完成其余文稿的编码，另一位研究者协同对编码的整

个过程进行审查校对，反复比较分析，至编码第 13 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时，已无新概念出现。最后，

13 位受访者的有效初始谈话片段共计 348 个，平均每人约 27 个；提取有意义的初始范畴 17 个；进一步

聚合意义相似的初始范畴，形成 4 个主范畴；最终确定 1 个能解释和贯穿所有主范畴的高抽象概念作为

核心范畴，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模型。

3  结果

编码结果如表 2 所示，编码结果显示了参与 8 次亲子沙盘治疗后 ADHD 患儿、父母和家庭功能三方

面的变化、促进这些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范畴分类的内涵意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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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编码结果

Table 2  Coding result

主范畴 初始范畴 主范畴内涵

父母的变化
个人成长、育儿技能、应对方式、情

绪管理、家庭互动
涵盖了父母在自我发展、育儿技能、应对方式、情

绪管理及家庭互动模式等多个维度的发展

孩子的变化
情绪管理、人际社交、学业表现、行

为管理、能力发展、家庭互动
涵盖了孩子在情感、人际互动、认知、行为、学业

能力等多个维度的发展

家庭功能 家庭关系、家庭效能
涵盖家庭在提供情感支持、促进情感交流、营造和

谐的家庭氛围，问题应对及解决方面等维度概念

变化影响因素
家庭功能、亲子双向塑造、自我实践、

共同叙事、咨询师支架
促进父母和孩子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

3.1  父母的变化

完成亲子沙盘治疗后，父母获得了多方面的成长与变化，主要包括个人成长、育儿技能、应对方式、

情绪管理和家庭互动五个方面。

3.1.1  个人成长

父母逐渐反思到既往在育儿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发现自己以前说话的方式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E）；也认识到了不断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的重要性，“我自己得改变，我必须跟他一起成长”（D）。

部分父母参与沙盘治疗后，开始重视自我照顾，关照自己的需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积极调整自己的

生活方式和心态。“我现在也比较注重自己的生活，积极向上”（D），“现在我也懂得要释放我自己了”

（I），“我要好好爱自己”（K）。

3.1.2  育儿技能

在育儿技能方面，父母意识到了不应过度干预孩子，需要给予孩子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孩

子个人能力，“以前我们觉得他太慢了，就干脆帮他做了。现在就随便他怎么慢，都让他自己做”（K）。

父母重新调整了对孩子的要求和期待，这可以减少期待落空后的焦虑、失落甚至愤怒等负性情绪的出

现，也可以避免孩子因达不到要求而出现习得性无助的情况，“对孩子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了”（G）。

父母认识到了正向反馈对孩子树立自信心的重要性，会有意识地给予孩子真诚的鼓励和认可，“我们

第一天已经坚持下来了（不看手机），这就是你进步的地方”（I）；会使用更多样的方式帮助孩子建

立正确的行为模式，如除给予直接的指导外，也会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以前觉得我可以随便，

现在觉得不行，我一拖拉的话，那他也会跟我一样”（J）。父母调整了教养态度，在与孩子的互动中

会更耐心，也会坚定地守住原则与底线，“我的耐心逐渐增加了”（B），“以前自己不够坚持，现

在我会坚持自己的原则”（I）。

3.1.3  应对方式

在应对方式方面，父母的心态变得更为平稳，认识到孩子症状的改善和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要急于求成，我（以前）就是太着急了”（K）。会用一些策略缓解育儿的压力，如加强的时间管

理和规划能力，“以前时间快到了，我就觉得好有压力，现在做了调整，也没有那么急了”（L）；主

动调整了角色定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回家我就不会做工作的事情了”（K）。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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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更主动地链接身边的支持和资源，积极进行自我调整，“这些我以前从来不向我身

边的亲人诉说，然后这次我就把这个详细的过程跟我哥说了一下，他们还是非常理解我的”（I）。在应

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能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如阅读专业的书籍、观察模仿专业人士等做法，以提

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3.1.4  情绪管理

父母的情绪状态得到明显改善，较少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我都好久没有起伏的情绪了”（K），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我心情是很舒畅的，也很开心”（D）；他们意识到了情绪过激的不良影响，会

尝试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情绪调节能力也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我觉得现在我的情绪调整得很好，

好了很多”（C），“我现在基本上也很少跟他很凶，或者发火。即使发火，可能就是那一下下，然

后就赶紧离开”（D）。

3.1.5  家庭互动

亲子沟通方面，父母会更主动地向孩子发起沟通，改变了往日强势、情绪化的沟通模式，以更为平

和的情绪与孩子友好协商，“我接了他放学过后，我就会问他今天在学校怎么样，然后就开心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就和他聊一聊”（H），“我在交流的时候会留更多商量的余地，更考虑他想法，进行沟

通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接受度要高一点”（C）。有些父母也逐渐意识到过往给予孩子的陪伴不够，现

在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孩子的互动玩耍，“我觉得以前跟他没有这种真正的在一起做过什么，我现在还

是总觉得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真正地跟他一起玩”（I）；学会了换位思考，更加理解、关心

和尊重孩子，“他反正起起伏伏的，有一些东西没那么快改变，我理解”（D），“可能我给他的不是

他想要的”（E），“如果他决定不做任务，以前我会坚持让他做，现在我就不会坚持我的，会尊重他

的选择”（F）；在与配偶沟通方面也有改善，能够更平和地与伴侣进行沟通，减少了夫妻矛盾的发生，

“现在我会跟他爸爸心平气和地说话了”（I）。

3.2  孩子的变化

完成亲子沙盘治疗后，孩子在情绪管理、人际社交、学业表现、行为管理、能力发展、家庭互动六

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变化和成长。

3.2.1  情绪管理

ADHD 患儿的情绪调节能力有所提升，“你之前说他这儿没整好，他会不开心。现在他就不会了，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开心，不会有以前的反应那么大”（G），“现在的话，情绪这一块他完全就是自己

可以调整的”（D），“比如遇到问题以后，他会做深呼吸了，会自我调节”（I）。患儿的情绪状态也

有了改善，消极的情绪减少，情绪更为平稳，“感觉他的心情变好了一些，比之前开朗一些了”（G），“他

就没有那么情绪化，情况好一些了”（H），“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了”（I）。

3.2.2  人际社交

ADHD 患儿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善，能够更主动地认识并结交新朋友，部分患儿以前被班

级同学排斥，现在已能够与同学和谐相处，“我们到体育馆去玩的时候，他主动加了一个朋友，是自己用

电话手表加的”（B），“现在老师都说他和同学相处比较好了，之前是很多同学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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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班上有几个经常一起玩的小伙伴了”“放学的时候，我也第一次看到他跟同学说说笑笑的”（J）。

3.2.3  学业表现

ADHD 患儿的学业表现有所改善。学习态度方面，“这学期积极性比之前要高些了，在学校就能够

认真完成作业，之前他在学校里都无法完成作业”（G）；学习能力方面，专注力、学习效率和自主性

都呈现出向好的变化趋势，“以前我们喊他出去玩，基本上都会答应，现在基本上他作业没做完，我们

喊他出去玩，他根本不会去”（B），“昨天是开学以来，第一次我不在家，他自己完成了一个作业”（F），

“他做作业的速度各方面也会比较快”（K），“他上课的专注力，比之前好一些”（J）。

3.2.4  行为管理

ADHD 患儿在人际互动中的冲动性和攻击性有所降低，“现在他不会说要消灭他们，会说我要保护

之类的话”（E），“还有在班上也是，以前经常打同学，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现在就没有出现这

种情况了，现在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动手打别人”（J），“老师说孩子在学校最近没有调皮，表现都比

较乖”（H）。

3.2.5  能力发展

ADHD 患儿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升，“他最好的朋友在考试的时候跟人发生矛盾，他会制止，但

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完”（E）,“他的独立性更强了，我这边能少操心了”（K），“他也能自己规划，

昨天的时候本来我不说，我就去睡觉了，他说‘妈妈，我做完这个就不做了’”（F）。独立完成任务后，

孩子的自我效能感提升，自信心增强，“现在他自己能做了，自信心更强了”（K）。思维认知能力得

到提升，能够更好地理解事物的逻辑，思维更灵活，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我觉得他好像更懂得

了一些道理”（I），“以前要是遇到难题卡住了，他就在那卡住了，不往下走。现在比如做不出来，他

就放弃那个难题，继续做后面的”（E），“慢慢地，他也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E）。

3.2.6  家庭互动

在亲子沟通方面，ADHD 患儿与父母沟通的意愿及主动性有所提升，会更加主动与父母分享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有时候我问他事情，他不愿意跟我说话。但是都比以前要好，他最起码，他如果是不想

跟我说了，他就说‘我不跟你说’。如果有的时候问到他想说，他都会跟我好好说”（B），“现在不

管是玩游戏，还是玩玩具，或者写作业，他都会跟我说”（L）。沟通接受度也有改善，孩子更愿意接

纳父母的想法和意见，“（现在）他还是会照着做。之前一直说他，他就不会去做”（G）。亲子互动

方面，孩子的互动意愿和主动性明显提升，更愿意回应父母，也会更加主动地与父母互动，“有时候他

遇到什么事，或者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就会跟我分享这个怎么玩”（L），“我们亲近多了，只要他没

做其他的，他在的话，回去他基本上都要找你，反正我就坐在那儿吃饭、看电视，基本上他都要喊一下

我”（A）。孩子更加了解和理解父母，在乎父母的感受和想法，懂得关心父母，“他知道去理解父母，

同理心增强了”（F），“我就是觉得他理解我了，在乎我的看法和感受了”（E），“他有关心我们的，

现在能够感受到，他能够把想法和行动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这份关心”（F）。

3.3  家庭功能

家庭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亲子间的相互理解加深，关系更为亲密，“我们关系更近了”（I），“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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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现在比以前更依赖我一些”（L）；亲子冲突有所减少，“我觉得矛盾少了一些”（C），“我们之

间的冲突减少了”（D）；亲子沟通质量改善，“我们沟通起来，他理解起来也会更容易”（K），“我

们会更多地去沟通当时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受”（I）；夫妻关系更加和谐了，“我

会心平气和地和孩子爸爸说，他也会耐心地去做”（I）。家庭氛围变得更融洽了，“大家的情绪都不好、

很不开心的时候少了很多”（D）。家庭效能也有所提升，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分工更明确，也能够促

进家庭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的话还有，但是我们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I），“我们其实商

量过，比如说你负责辅导作业，我就陪他玩；要是我先回家，我先辅导作业，那你就陪他玩”（C）；

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理解增多，“他爸爸一开始不支持治疗，说他儿子没病，现在没有之前那么抗拒了，

现在情况好得多了”（E）。

3.4  亲子沙盘治疗的起效机制

本研究通过对 13 位参加亲子沙盘治疗的父母进行了深度访谈，对原始访谈文本材料进行反复充分的

考量和分析，发现参与治疗后，在咨询师支架、共同叙事、自我实践及亲子双向塑造的共同作用下，父母

和孩子都发生了正向改变，进而促进了家庭功能的改善；同时，家庭功能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父母和孩

子的正向发展。因此，基于数据编码结果，本文构建出亲子沙盘治疗的起效机制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亲子沙盘治疗的起效机制模型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咨询师给予的指导建议促进了父母的自我觉察，使其意识到教养过程中的不足，“咨询师提醒了我

在沙盘当中的状态”（H）,“咨询师会反馈给我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问题”（J）。沙盘制作这个共同

叙事的过程，能促进亲子沟通，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增进亲子协作，“能够去思考对方，就相当

于是换了个角度思考”“我觉得沙盘制作的过程很重要，我们会在同一个点想同一个问题”（I）。积极

的自我实践，如自我反思、专业学习、迁移运用及课后练习等方法，也能促进亲子的成长，“我会去思

考，然后自己在网上查找资料，会在旁边观察咨询师怎么和孩子互动”（L），“我们会在实际生活中

运用咨询师给的方法，会有效完成咨询师布置的作业”（F）。父母和孩子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互动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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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塑造，“现在他完全可以自己去调整情绪，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改变也比较大”（D），“孩子有

改变，我就有改变”（K）。

伴随着父母和孩子的成长变化，家庭功能也随之改善，“孩子说不像以前那么怕我了，现在感觉像好

兄弟”（B），“我们之间的冲突减少了”（D）。家庭功能改善后，家庭氛围会更稳定和谐，能够进一步

促进家庭成员的正向发展，“当孩子看到我们很相爱的场面，他会在脸上微微地笑，看得出来还是很开心的”

（E），“我们之间的隔阂改善后，我可能就会慢慢地做一些其他的任务，然后慢慢地调整”（F）。

3.5  沙盘体验

不少父母表示，初期对沙盘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理解沙盘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前四节

课左右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沙盘的意义是什么”（H）。沙盘制作过程中，刚开始和孩子

没有默契和配合，“第一次不知道做什么，很迷茫，都是各做各的”（B）。慢慢地为了完成共同的目

标任务，亲子双方会更多地沟通商量、积极准备、相互协作，默契逐渐展现，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彼此，

再到共同面对挑战和深入探索，“第一次是他不接纳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我想给予的他都不接受。慢慢

地我们达到一个平和的状态，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我们中间可以架起桥梁。他理解我，现在

我的一些想法可以得到一些他的理解，他可以在乎我的想法；我去赋予他一些东西，尊重他的一些想法，

去理解他、支持他的想法”（E）。有些父母对沙盘的设置存在疑惑，如“为什么过程中不能讲话”“为

什么咨询师不多与孩子进行言语沟通”。也有父母提出，每节课后布置的作业会有压力，孩子会监督自

己是否完成；他们也体会到了改变的渐进性与隐蔽性，但还是对正向变化抱有积极的态度。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13 位父母的访谈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亲子沙盘能够促进父母在个人成长、育儿

技能、应对方式、情绪管理和家庭互动方面的成长与变化；促进孩子在情绪管理、人际社交、学业表现、

行为管理、能力发展及家庭互动方面的成长变化；能提升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效能得以改善。这

一结果支持了“父母参与的沙盘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母子关系和 ADHD 患儿核心症状”的研究结论（王峰 

等，2017；叶蓓 等，2020）。

首先，沙盘本身具有良好的疗愈作用，玩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性的体验，玩沙的动作是表达情

绪感受的方式（Kalff，1980），沙盘治疗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放松自由的环境，通过沙盘，父母可以释

放与患儿相处时的情感压力、精神压力，孩子也能在沙盘世界中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内心冲突、释放内

心压力，改善负性情绪，促进自我发展（叶蓓 等，2020；Kwong et al.，2016）。但本研究中，大部分父

母并没有意识到沙盘本身的疗愈作用，可能是因为沙盘的疗愈作用主要发生在“无意识层面”，父母由

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觉察其效果。

其次，咨询师支架、共同叙事和自我实践共同推动父母与 ADHD 患儿的双重成长。对父母的教育培

训是 ADHD 治疗中重要的社会心理干预手段，对患儿的 ADHD 症状、问题行为、情绪问题及家庭环境

等方面均有改善作用（王海凤 等，2017）。治疗过程中，咨询师会引导父母讨论对孩子的看法和教养理

念，促进父母的自我觉察和反思（李洁 等，2021）；孩子可能会对咨询师产生正向移情，咨询师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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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情为父母做出正向示范（严宇虹，2024）。本研究中，咨询师通过观察亲子互动模式，给予针对性

的专业指导，帮助父母优化教养方式，学习更有效的行为管理方法。亲子沙盘治疗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

共同叙事的机会和有效沟通的媒介，促进双方以象征性的方式自我表达，增强了亲子间的沟通和相互理

解（李洁 等，2021），进而使得亲子关系得以修复。本研究中，父母和孩子普遍经历了从最初缺乏默契

甚至敌对冲突，到平等互动和自由表达，再逐渐相互理解、彼此接纳、共同创造的过程。自我实践是促

进父母和孩子改变的内在动力，它让个体的改变不再依赖“外部推动”，而是自主发现问题、尝试解决、

总结经验，最终实现 “从内而外的持续成长”。父母和患儿将沙盘治疗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迁移运用到

生活中，呈现出持续性的自我成长和改变。

再次，父母—孩子—家庭功能三者之间呈现出自我促进、自我增强的内部良性循环机制，任何一方

的正向变化，都能带动整个系统良性运转。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降低 ADHD 儿童的发病风险（张亚峰，

孙桂香，2015），如顺畅的亲子沟通能增进父母对 ADHD 儿童症状的理解（栾风焕，杜亚松，2017），

父母的理解能够减少儿童 ADHD 相关问题的发生（Shah & Morton，2013）；良好的家庭功能也使家庭成

员获得更多支持，从而有效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张柳娟 等，2020）。父母的行为模式会影响

孩子的行为方式（Chazan et al.，2011），我国父母对儿童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较多的限制 , 往往使用不当

的管教方式解决问题，进而加剧 ADHD 患儿的冲动行为（杜亚松，2010）。当父母更有效地承担家庭角

色和任务，调整教养态度和方法，减少对患儿的过度控制和管束后，ADHD 儿童更能在家庭中感受到被

尊重、被理解和被支持，症状也随之改善，这与吴佳奇的研究结果相似（吴佳奇 等，2022）。ADHD 儿

童在日常生活中多表现为对立性强、教养困难等特征，会导致父母出现体罚子女、对子女评价较低等情况，

进而导致家庭不良环境因素增加，影响家庭功能（栾风焕，杜亚松，2017）；本研究中，完成沙盘治疗后，

孩子会更加亲近、信任父母，对抗性降低，配合度提升，父母的情绪状态得到改善，家庭氛围也更和谐。

最后，本研究中的亲子沙盘治疗是指一位父母和一位孩子共同参与的联合亲子沙盘，旨在单纯探究

其对 ADHD 患儿及其父母的疗效。此外，既往研究主要验证治疗效果，并未具体探究亲子沙盘的治疗机

制。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父母的访谈内容并建构模型，通过父母视角揭示了亲子沙盘如何通过改善

家庭互动微观过程引发宏观改变。研究结果提示，在对 ADHD 儿童进行干预的同时，父母和家庭功能的

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未来临床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和改善 ADHD 患儿的生态环境系统，以促进患儿症

状的改善。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本研究主要依赖父母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研究可以结

合多种数据来源和评估工具多维度评估疗效，如采集儿童访谈数据、咨询师效果反馈、量表测评等；本

研究的访谈对象均来自同一家医院，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此外，本研究中的患儿在参与亲子沙盘治

疗的同时，也在服用药物，药物服用可能会影响亲子沙盘的疗效评估，进而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未来

可以进一步开展临床随机对照实验，以排除相关干扰因素。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 13 名参与亲子沙盘治疗的父母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探究亲子沙盘对 ADHD 儿童及父母的治疗效果与起效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孩子—家庭功能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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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内部良性循环，也提示未来临床研究和干预中，要重视父母及家庭作为环境影响因素对 ADHD

患儿康复治疗的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亲子沙盘治疗对父母及患儿均具有积极影响：咨询师的支架作用、共同叙事过程及沙盘

本身的疗愈功效作为外源因素，共同驱动父母与孩子的成长改变；同时，父母与孩子的积极自我实践和

双向塑造，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功能提升，而改善后的家庭功能又能反向促进亲子双方的积极改变，最终

使整个家庭进入正向循环的发展状态。

基于本研究发现，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进一步完善：其一，建议补充采集患儿视角的研究资料，这

不仅能更客观地验证亲子沙盘治疗对患儿的实际疗效，也能帮助父母更立体、全面地理解孩子在治疗过

程中的成长与变化，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开展；其二，针对研究中发现的“初期多数父母对亲子沙盘治

疗存在疑惑、迷茫，进入治疗状态较慢，甚至持有怀疑态度”这一问题，未来可在研究设置阶段，提前

为父母与孩子提供更系统、详细的沙盘治疗相关介绍与说明，通过前置化科普与沟通，最大限度消除父

母的顾虑，进而有效提升亲子双方的治疗参与动力，保障治疗效果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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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DHD and Their Parents

Wang Qin  Huang Meilin  Shi Ying  Wang Xuejiao  Yan Yu  Xu Lei 

Meng Fanping  Huang Xiang

Chengdu Southwest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Chengdu

Abstract: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has been applied to children with ADHD and its efficacy has 
been validated.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on 
how it specifically works.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3 parents involved 
in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followed by data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using grounded theory, aiming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DHD and their paren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effectively promotes 
mutual growth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lleviates the core symptoms of ADHD children, improv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es family function.
Key words: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Therapeutic effect; 
Mechanism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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